
要素成本与劳动收入份额：

来自最低工资与进口关税的证据

杜鹏程　刘睿雯　张烁繤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刻画了劳动力成本和贸易成本影响劳动

收入份额的经济逻辑，并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从最低工资和进口中间品关税

变化的双重视角检验了要素成本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

资标准的上涨和中间品关税的下降均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且这一结论在缓

解要素成本的内生性后依然成立。如果消除两种要素成本的变动，企业劳动收入

份额将提高０９８个百分点，相对提高幅度达３０６％。对总量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的分解发现，企业间要素资源再配置效应的下降是要素成本降低劳动收入份额的

重要渠道。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积极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具有重要的政策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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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实际 ＧＤＰ增长了近２００倍，创造了举世瞩目

的“中国奇迹”。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使得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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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年的６４７０元增长至２０１８年的６３２４１元，增长近１０倍。然而，经济发展取得巨

大成功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２００８年前后，中国劳

动收入份额经历了持续下降的阶段（李稻葵等，２００９），广大劳动者未能同步分享经济增

长的红利。２００８年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有所回升，但仍呈现出不太稳定的变化趋势。

“卡尔多事实”认为，经济体的要素收入份额在长期将保持稳定（Ｋａｌｄｏｒ，１９６１）。

这一理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学界普遍接受，并且被视为构建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假

设。后继有文献陆续发现许多欧洲发达国家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

在中长期内是变动的（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Ｈｏｆｍａｎ，２００１），国内学者也逐渐意识到中

国劳动收入份额的走势不符合“卡尔多事实”（白重恩和钱震杰，２００９；李稻葵等，

２００９）。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从１９９６年的５００２％下降至

２０１２年的 ４１０５％，下降了约 １０个百分点，下降幅度高达 １９２２％。Ｆｅｅｎｓｔｒａ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的估算结果也同样发现，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约１３个百分

点。已有研究表明，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会扭曲经济增长结构（陈宇峰等，

２０１３），扩大财富收入差距（Ｐｉｋｅｔｔｙ，２０１５；Ａｌｖａｒｅｄ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７），甚至导致社会不稳定

（ＤａｕｄｅｙａｎｄＧａｒｃíａＰｅａｌｏｓａ，２００７）。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吸引了学者从众多视角展开研究，但鲜有研究注意到劳

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正恰逢要素成本剧烈变动的时期。一方面，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中后期开始，中国系列劳动保护政策的出台使得劳动力价格快速上涨，以２００４年《最

低工资规定》的颁布为标志，各城市相继实施最低工资标准并逐年提高，劳动力成本

增长出现了提速的拐点；２００８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更是进一步推高了劳动力成本。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劳动要素需求，从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另一方

面，中国自 ２００１年加入 ＷＴＯ后，关税壁垒的大幅度削减使得进口成本不断下降，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进口中间品的平均关税率从 １４９７％下降至 ８９１％，下降幅度超过

４０％，进出口额和ＦＤＩ等指标更是呈现指数增长趋势①。中间品价格的下降也会通过

要素替代机制影响劳动要素需求，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结合上述事实和经济逻

辑，本文将深入考察要素成本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

本文利用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工业企业数据库、最低工资数据和世界银行 ＷＩＴＳ数据

库，视外生的最低工资标准和进口中间品关税分别为劳动要素成本和非劳动要素成本

的代理变量，以识别要素成本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最低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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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世界银行全球贸易综合数据库（ＷＩＴＳ）整理得到。



标准每上涨１０％或中间品关税税率每下降１个百分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将分别降

低０１７和００２个百分点；样本期内最低工资和关税的变化可以解释劳动收入份额下

降的３０６％，如果同时消除两种要素成本的变化，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绝对值将提高

０９８个百分点。机制分析表明，要素替代是要素成本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微观

渠道，而要素资源配置效应的下降是要素成本降低总量劳动收入份额的宏观经济机

制。本文还进一步发现，最低工资上涨或进口中间品关税下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

作用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高融资约束型企业和产业集中度较高的行业中。

本文的主要贡献和现实价值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在建立劳动收入份额

决定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劳动力成本和中间品进口成本，从国内外要素成本同时变动的视

角解释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丰富了关于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研究。第二，不

同于既有研究仅从要素偏向技术进步的角度来解释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本文通过将总量

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进行结构效应分解，刻画了要素成本变化通过引致要素资源跨部门流

动推动的产业结构转换，从要素替代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宏微观双重视角诠释了劳动收入

份额的变化机制。第三，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深化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具有指导价值。

全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相关文献回顾；第三部分建立理论分析框架，

揭示要素成本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经济逻辑；第四部分介绍本文所使用的数据，

并构建计量模型；第五部分报告主要计量分析结果并进行稳健性分析；第六部分构建

工具变量进行无偏估计；第七部分为异质性分析；第八部分总结全文。

二　文献综述

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发展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引起了学者的

广泛关注。早期的相关研究大多是从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安排等宏观视角进行考察，

主要包括：（１）产业结构。Ｓｅｒｒ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１）较早地发现不同产业中劳动收入份额有

明显差异，产业结构调整是导致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重要因素。罗长远和张军

（２００９）、白重恩和钱震杰（２０１０）发现，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国有经济比重的变化是中国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２）所有制结构。周明海等（２０１０）认为以国企改制、

民营化和外资进入为特征的企业所有制结构变动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文强和楚天

舒（２０１９）认为高国有经济占比行业可以通过提高人均报酬的方式提升劳动收入份

额。（３）市场环境。文雁兵和陆雪琴（２０１８）认为市场竞争和制度质量可以解释中国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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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关于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的研究尝试从微观企业的视角给予解释，但并未

得到一致结论。这些文献主要集中于以下４个方面：（１）要素偏向技术进步。黄先海

和徐圣（２００９）发现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是中国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

陈宇峰等（２０１３）则认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占有大量资源的国有企业选

择了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ＫａｒａｂａｒｂｏｕｎｉｓａｎｄＮｅｉｍａｎ（２０１３）、陈登科和陈诗一（２０１８）

都认为资本相对价格的下降会引致企业转向资本密集型，进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降

低。（２）贸易开放。周明海等（２０１０）发现进出口贸易的增加均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

的劳动收入份额，余淼杰和梁中华（２０１４）研究发现中国加入 ＷＴＯ降低了中间品的相

对价格和技术引进成本，进而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３）融资约束。罗长远和陈琳

（２０１２）发现融资约束使得企业倾向于降低劳动要素投入和工资水平，进而抑制劳动

收入份额。（４）劳资谈判。柏培文和杨志才（２０１９）发现劳动力议价能力可以解释劳

动收入份额波动的 １０％。除上述研究外，另有部分文献从企业规模（Ａｕｔｏｒｅｔａｌ，

２０２０；陆雪琴和田磊，２０２０）、企业信息化（邵文波和盛丹，２０１７）和人工智能（郭凯明，

２０１９）等视角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进行了解释。

综上所述，鲜有文献从国内外要素成本的双重视角考察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虽然余

淼杰和梁中华（２０１４）、赵秋运和张建武（２０１３）这两篇文献与本文的视角比较接近，但本文

的研究仍具有三个方面的创新：其一，本文重点考察要素价格的连续性变化对要素收入分

配的影响，给出了要素成本的集约边界效应（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ｍａｒｇｉｎ）。其二，不同于上述两篇文献

的单因素视角，本文将国内劳动力成本和国外贸易成本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进行综合考

察，拓展了要素收入份额问题的分析视角。其三，除了要素替代这一微观作用机制外，本文

也重视总量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结构效应，探索了引致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宏观经济机制。

三　理论模型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是企业生产决策的结果，为了从理论上明确最低工资和

进口中间品关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我们借鉴ＥａｔｏｎａｎｄＫｏｒｔｕｍ（２００２）的方法引

入贸易成本，并假设企业在既定的要素价格下选择最优的要素组合，建立一个包含进

口中间品关税和劳动力成本的理论模型，进而揭示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理，

并提出待检验的命题。

（一）进口关税与要素价格

假设生产中间品Ｑｊｎ的终端部门的生产函数为如下复合ＣＥ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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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ｊ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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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ｊ－１

（１）

　　其中，ηｊ＞０是不同中间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ｑｊｎ（ω）为进口国 ｎ在 ｊ部门投入品

ω的数量。对于部门ｊ而言，投入品数量ｑｊｎ既可以来自国内，也可以来自进口。

生产中间品 Ｑｊｎ的投入品（数量为 ｑ
ｊ
ｎ）由异质性劳动进行生产，对应的生产函

数为：

ｑｊｎ（ω）＝ｚ
ｊ
ｎ（ω）Ｌ

ｊ
ｎ（ω） （２）

　　ｚｊｎ（ω）为企业的生产效率，Ｌ
ｊ
ｎ（ω）为有效劳动数量。假设企业生产效率服从二类

极值分布：

Ｆｊｎ（ｚ）＝ｅｘｐ（－Ｔ
ｊ
ｎｚ
－θｊ），Ｔｊｎ ＞０，θ

ｊ＞１ （３）

　　Ｔｊｎ衡量了企业的平均生产效率，而 θ
ｊ为决定企业生产效率分布的参数，记 ｎ国 ｊ

部门的工资水平为 ｃｊｎ。如果投入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国内中间品的价格 ｐ
ｊ
ｎ应等于

其生产的边际成本：

ｐｊｎ（ｚ，ω）＝ｃ
ｊ
ｎ／ｚ

ｊ
ｎ（ω） （４）

　　ｎ国ｊ部门所使用的投入品既可以来自国内，也可以来自进口，但进口是有成本的。假

设ｎ国进口ｉ国投入品的单位进口成本（进口关税）为一个固定的“冰山成本”ｄｊｉｎ（当ｉ≠ｎ，

ｄｊｉｎ＞１；当ｉ＝ｎ时，ｄ
ｊ
ｉｎ＝１），结合（４）式可知，ｎ国厂商购买进口投入品的价格为：

ｐｊｎｉ（ω）＝ｄ
ｊ
ｎｉｃ
ｊ
ｉ／ｚ
ｊ
ｉ（ω） （５）

　　厂商对比国内外投入品的价格选择是否进口，以满足成本最小化。因此，该投入

品的实际支付价格为：

ｐｊｎ（ω）＝ｍｉｎ｛ｐ
ｊ
ｎｉ（ω）｝ （６）

　　根据ＥａｔｏｎａｎｄＫｏｒｔｕｍ（２００２）的研究，ｎ国以其国内最低价获得 ｉ国进口投入品

的概率为：

πｊｎ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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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Φ为 ｎ国所面临的进口中间品价格的分布函数，假定其服从标准正态分布。此

时，ｎ国ｊ部门使用的中间品Ｑｊｎ的价格为①：

Ｐｊｎ ＝Γ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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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ｊ

１
１－ηｊ

∑Ｎ

ｋ＝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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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公式（７）（８）是复合积分过程，本文省略具体推导，详细过程可参考ＥａｔｏｎａｎｄＫｏｒｔｕｍ（２００２）一文。



　　其中，Γ是Ｇａｍｍａ函数，γ＝Γ１＋
１－ηｊ

θ( )ｊ

１
１－ηｊ

。对式（８）求关于进口中间品成本

（关税）ｄｊｉｎ的偏导，可以考察贸易成本对中间品价格的影响：

Ｐｊｎ
ｄｊｉｎ

＝γΦ
－１＋θｊ

θｊｎ φｎＴ
ｊ
ｋ（ｄ

ｊ
ｎｋ）

－（θｊ＋１）（ｃｊｋ）
－θｊ＞０ （９）

　　φｎ为标准正态分布函数Φ的密度函数。式（９）表明，进口中间品关税越高中间

品Ｑｊｎ的价格就越高。

（二）最优要素投入

考虑国内典型企业ｉ使用劳动要素Ｌ和中间品Ｑ进行生产，生产函数仍服从ＣＥＳ

形式①：

Ｙｉ＝Ａｉ［μＬρｉ＋（１－μ）Ｑρｉ］
１／ρ （１０）

　　Ｙｉ为产出，Ａｉ为企业生产率；μ为要素密集度参数；ρ为要素间的替代参数，要素

间的替代弹性σ＝１／（１－ρ）。

典型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ｍａｘπｉ＝Ｙｉ－ｗｉ（ｍｗｉ）Ｌｉ－Ｐｉ（ｄｉ）Ｑｉ （１１）

　　 ｗｉ（·）为工资率或劳动力价格，其受到最低工资标准ｍｗｉ的影响，最低工资标准

越高企业的工资水平越高，即ｗｉ／ｍｗｉ＞０。Ｐｉ（·）为中间品 Ｑ的价格，根据式（９），

有Ｐｉ／ｄｉ＞０。

结合（１１）式可知，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ｗｉ（ｍｗｉ）＝ＡρｉμＬρ
－１
ｉ Ｙ

１－ρ
ｉ

Ｐｉ（ｄｉ）＝Ａρｉ（１－μ）Ｑρ
－１
ｉ Ｙ

１－ρ
ｉ

　　整理一阶条件可得：

ｗｉ
Ｐｉ
＝ μ
１－μ

Ｑｉ
Ｌ( )
ｉ

１－ρ

（１２）

　　定义劳动收入份额Ｓｉ，Ｌ为劳动收入（ｗｉＬｉ）占全部要素收入（ｗｉＬｉ＋ＰｉＱｉ）的比重：

Ｓｉ，Ｌ ＝
ｗｉＬｉ

ｗｉＬｉ＋ＰｉＱｉ
＝μＡｉＬｉ

Ｙ( )
ｉ

ρ

（１３）

　　将（１２）式代入（１３）式，整理可得劳动收入份额与要素价格之间的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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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本文主要是考察劳动要素（Ｌ）和中间品要素（Ｑ）的关系，因此生产函数没有包含资本要素（Ｋ）。我
们可以设定进口中间品是资本品的函数，且进口中间品关税是资本品价格的增函数，或者构建包括 Ｌ、Ｑ和 Ｋ三
项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这都不会改变本文的理论推导结果。



Ｓｉ，Ｌ ＝
１

μ＋ １－( )μ １－μ
μ
×
ｗｉ
Ｐ( )
ｉ

ρ
１－ρ
＝ １
１＋Ｍσ ｗｉ／Ｐ( )

ｉ
σ－１

（１４）

　　其中，Ｍ＝ １－( )μ／μ。从式（１４）可知，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取决于劳动要素 Ｌ和

中间品Ｑ的相对价格（ｗｉ／Ｐｉ）、要素替代弹性σ和劳动要素密集度参数μ。

（三）要素成本与劳动收入份额

式（１４）建立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同要素成本之间的关系，对式（１４）分别求关于

最低工资（ｍｗ）和进口中间品关税（ｄ）的偏导数，可得如下比较静态结果：

Ｓｉ，Ｌ
ｍｗｉ

＝
Ｓｉ，Ｌ
ｗｉ

×
ｗｉ
ｍｗｉ

＝－
（σ－１）（ｗｉ／Ｐｉ）σ

－２Ｍσ

［１＋Ｍσ（ｗｉ／Ｐｉ）σ
－１］２Ｐｉ

×
ｗｉ
ｍｗｉ

（１５）

Ｓｉ，Ｌ
ｄｉ

＝
Ｓｉ，Ｌ
Ｐｉ

×
Ｐｉ
ｄｉ
＝
（σ－１）（ｗｉ／Ｐｉ）σ

－１Ｍσ

［１＋Ｍσ（ｗｉ／Ｐｉ）σ
－１］２Ｐｉ

×
Ｐｉ
ｄｉ

（１６）

　　显然，式（１５）（１６）的符号方向由（σ－１）决定。当要素替代弹性σ＞１时，即劳动

投入与中间品投入之间为替代关系时，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或进口中间品关税的下降

将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当σ＝１时，（１０）式的ＣＥＳ生产函数将变为ＣＤ生产函数，劳动

投入与中间品投入不相关，最低工资或进口中间品关税的变化不会影响企业的劳动收

入份额。

明确劳动要素与中间品投入之间的关系是获得理论推导结果的关键，本文基于以

下两方面原因认为劳动要素与中间品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一是如前所述，如果 σ＝１，

不符合本文ＣＥＳ生产函数的假设；二是既有诸多研究认为劳动要素与非劳动要素之

间存在替代关系（李稻葵等，２００９；魏下海等，２０１３；陈登科和陈诗一，２０１８），即 σ＞１。

当然，我们对此假设也进行了检验，即定义劳动集约度为劳动要素与中间品之比Ｌ／Ｑ，

并将其纳入对劳动收入份额Ｓ的回归方程中，结果显示 Ｌ／Ｑ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也验

证了劳动要素和中间品要素存在替代关系①。由此，本文可以得到如下两个命题。

命题１：最低工资的上涨提高了工资率，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最低工资的上涨提高了劳动力成本，降低了中间品的相对价格。要素间的替代关

系会使得企业减少劳动力投入而增加中间品投入，劳动收入占比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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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检验思路为：定义劳动集约度（ｌｉ）为劳动要素与中间品之比 Ｌｉ／Ｑｉ，可得劳动收入份额 Ｓｉ＝

１＋ １－μ( )μ
ｌ( )ｉ
１－σ[ ]σ

－１
；在给定σ＞１时，劳动集约度的增加将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上涨，如果Ｓｉ和ｌｉ之间的回归

系数显著为正，这一假设的合理性就得以验证。检验结果见本刊网站文章附录中的附表１。



命题２：进口中间品关税的下降降低了中间品的成本，进而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

中间品关税的提高会引致企业增加劳动投入、减少中间品投入，劳动收入占比会

提高。

我们进一步对式（１４）求关于最低工资（ｍｗ）和中间品关税（ｄ）的交叉偏导数，可

得要素成本的交互效应：

ＳＬ
ｍｗｉｄｉ

＝
［１－Ｍσ（ｗｉ／Ｐｉ）σ

－１］（σ－１）２Ｍσ

［１＋Ｍσ（ｗｉ／Ｐｉ）σ
－１］３Ｐｉ

２
ｗｉ
Ｐ( )
ｉ

σ－２ ｗｉ
ｍｗｉ

Ｐｉ
ｄｉ

（１７）

　　式（１７）的符号取决于１－Ｍσ ｗｉ／Ｐ( )ｉ
σ－１的符号。如果企业为劳动密集型（Ｍ较

小），要素成本的同步变动将缓解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交互效应为正；如果企业为非

劳动密集型（Ｍ较大），则要素成本的同步变动将促使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交互效应

为负。

根据上述命题并结合要素成本变化的事实，可以预期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和中间品关

税的下降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下文将利用相关数据对上述命题进行计量检验。

四　数据描述与计量模型

（一）数据与指标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世界银行 ＷＩＴＳ

数据库以及各县最低工资标准数据。

我们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测算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该数据库包括国有企业

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数据，详细记录了工业增加值、资本存量和雇佣人

数等投入产出指标，还记录了员工工资、职工福利和营业利润等财务指标，该数据库具

有样本量大和代表性好等优势。参照现有文献的方法（杨汝岱，２０１５），本文对数据库

中的相关变量进行如下处理：首先，对固定资产、中间产出和工业总产值等财务性变量

以１９９８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其次，剔除职工人数少于８人、销售额低于５００万元

或总产值小于流动资产等存在异常值的企业样本；最后，删除工业增加值、雇员人数或

固定资产等重要变量缺失的企业样本。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定义为劳动要素收入占全部要素收入的比重。我们采用白

重恩等（２００８）提出的要素成本增值法来测度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以工资总额与福

利费总额之和代表企业的劳动要素收入，具体计算公式为：劳动收入份额 ＝（工资总

额＋福利费总额）／（工资总额＋福利费总额＋营业利润＋固定资产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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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世界银行网站的ＷＩＴＳ数据库中搜集了中国各行业最终品进出口关税数

据，借鉴ＡｍｉｔｉａｎｄＫｏｎｉｎｇｓ（２００７）和Ｋｏｖａｋ（２０１３）的思路，在利用中国２００２年投入产

出表得到各行业中间投入份额的基础上，构造如下进口中间品行业关税指标：

ｉｎｐｕｔｓ，ｔ＝∑ｋ
αｓ（ｋ）ｌｎ（１＋ＩＴｋ，ｔ） （１８）

　　其中，ｉｎｐｕｔｓ，ｔ为 ｓ行业 ｔ时期的进口中间品关税；ＩＴｋｔ表示 ｋ行业 ｔ时期的进口关

税；αｓ（ｋ）表示由２００２年投入产出表计算的 ｓ行业从 ｋ行业购买的产品价值比例，由

于２００２年投入产出表细分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３位码，所以本文也对应构造了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３位码的进口中间产品关税。

我们以城市进口资本品份额为权重，利用如下加权平均的方式将行业进口中间品

关税转化为城市进口中间品关税：

ｔａｒｉｆｆｃ，ｔ＝∑ｊ
ｓｈｒ９７～００ｃ，ｓ ×ｉｎｐｕｔｓ，ｔ （１９）

　　其中，ｔａｒｉｆｆｃ，ｔ为ｃ城市ｔ时期的进口中间品关税；ｓｈｒｃ，ｓ为 ｃ城市 ｓ行业的进口资本

品占全行业资本品进口总量的份额。为了使该权重尽可能外生，本文使用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年城市－行业进口资本品的平均份额。

各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网站和政府公报提供了县级月度最低工资标准

数据。考虑到有部分县一年内执行多个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我们按照各标准施行的

月份数量进行加权平均处理，最终得到每年平均２６００个县的最低工资数据，约占全国

样本的９５％。除上述主要数据外，本文还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搜集了城市层面的

宏观经济变量加入到模型中。我们将处理后的各部分数据和变量进行匹配，得到企业

层面的有效样本量约为１２０余万。

（二）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如下固定效应模型考察要素成本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Ｓｉｃｔ＝α＋β１ｌｎｍｗｒｔ＋β２ｔａｒｉｆｆｃｔ＋γＸｉｃｔ＋θＺｃｔ＋πｉ＋Ｔｔ＋μｉｃｔ （２０）

　　Ｓ表示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ｍｗ表示各县的最低工资标准；ｔａｒｉｆｆ表示城市层面的

进口中间品关税；Ｚ表示可能会影响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制定或劳动收入份额的城市宏观

经济变量，包括人口密度（ｌｎｐｏｄｎ）、人均ＧＤＰ（ｌｎｇｄｐ）、在岗职工平均工资（ｌｎａｖｗｇ）、地

方货运量（ｌｎｔｒａｎｖｏｌ）和创新补贴占财政收入的比例（ｓｃｉｅｎｃｅ）；πｉ、Ｔｔ分别表示企业固定

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μｉｃｔ为随机扰动项；下标ｉ、ｒ、ｃ、ｔ分别表示企业、县、城市和年份。

本文参考既有文献选取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Ｘ（白重恩等，２００８；李稻葵等，２００９），

具体包括：（１）企业规模（ｃａｐｔ），采用总资产的对数来衡量；（２）流动负债比（ｌｑｒａ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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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差与总资产的比值来度量，反映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３）成
本利润率（ｐｒｏｆｉｔ），用主营业务利润与主营业务成本之比来衡量，反映企业单位成本的
盈利能力；（４）企业年龄（ｌｎａｇｅ），用调查年份与企业开工年份之差表示（取对数），反
映企业的生产经验；（５）所有权性质（ｓｏｅｓ），国有企业取值为１，非国有企业取值为０；
（６）行业竞争度（ｈｈｉ＿ｓａｌｅ），用基于销售额的行业赫芬达尔指数（ＨＨＩ）来表示，用于反
映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程度；（７）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ｏｐ），用基于ＯＰ法计算的全要素生
产率来表示（ＯｌｌｅｙａｎｄＰａｋｅｓ，１９９６），衡量企业的技术效率。

式（２０）中的待估系数β１和β２为关注参数，分别表示最低工资标准和进口中间品
关税的变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对式（２０）进行回归检验时，本文采用各
企业期初的工业增加值作为样本权重进行加权回归分析，以提高计量检验的精度。

（三）描述性统计

表１显示，企业面临的进口中间品关税率均值为 １０％，高于余淼杰和梁中华
（２０１４）计算的一般进口企业６％的关税率。工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均值为３２％，总体
上处于偏低水平。

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含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ｍｗ 最低工资取对数 １３０６９７０ ６１７ ０３１ ３４３ ６７５

ｔａｒｉｆｆ 进口中间品关税率 １３００２６２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３２

Ｓ 劳动收入份额 １３１３２１１ ０３２ ０２４ ０００ １００

ｃａｐｔ 总资产取对数 １３１３２１１ ９７２ １３９ ０００ １８８６

ｌｑｒａｔ 流动负债比 １３１３２１１ ００７ ０３２ －１９３８ ３０７

ｐｒｏｆｉｔ 成本利润率 １３１３２１１ ００４ ００９ ０００ ４０６６

ｌｎａｇｅ 企业年龄取对数 １３１３２１１ １９１ ０８３ ０００ ７６０

ｓｏｅｓ 国企二元变量 １３１３２１１ ０３０ ０４６ ０００ １００

ｈｈｉ＿ｓａｌｅ 赫芬达尔指数 １３１３２１１ ０２８ ０２９ ０００ １００

ｔｆｐｏｐ 全要素生产率 １２５２７６０ ３８９ １０９ ０００ １１８３

ｌｎｇｄｐ 人均ＧＤＰ取对数 １３０６６１３ １６３１ １０３ １２２４ １８６２

ｌｎａｖｗｇ 职工平均工资取对数 １３０６６１３ ９８４ ０４５ ２２８ １１８３

ｌｎｐｏｄｎ 人口密度 １３０６６１３ ６３５ ０６６ １５５ ９３６

ｌｎｔｒａｎｖｏｌ 地方货运量取对数 １３０６６１３ ９１３ ０９３ ３４８ １１６９

ｓｃｉｅｎｃｅ 创新补贴占比 １３０６６１３ ９５０ ２１４ ０００ １４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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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经验分析结果

（一）基准估计结果

表２汇报了模型（２０）的回归结果，各列均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同

一家企业的误差项在不同年份间可能存在相关性，因此我们将回归标准误聚类到企业

层面①。从回归系数符号来看，各列中最低工资标准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均显著为

负，初步验证了命题１。进口中间品关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说明进

口中间关税的下降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初步验证了命题２。从回归系数大小来看，

第（１）－（３）列依次为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加入企业特征变量和城市特征变量的回归

结果，可以发现最低工资和关税的系数值变化较小，说明本文选取的两个变量作为要

素成本的代理变量具有相对外生性。考虑到技术进步和关税冲击也可能会改变企业

的要素投入预期，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因此，第（４）（５）列进一步分别控制了滞后

一期的企业ＴＦＰ、最终品进口关税（ｉｍｐ＿ｓｈｋ）和最终品出口关税（ｅｘｐ＿ｓｈｋ），可以发现最

低工资和进口中间品关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系数下降了近一半。

我们将第（５）列的结果作为基准结果并测算其经济效应。由于最低工资每提高

１％，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绝对值将减少００１７个百分点，样本期内最低工资标准总体

提升幅度为５１％，因而这可以解释０８７个百分点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约占同时期

劳动收入份额总下降幅度（３２个百分点）的２７２％；同理，因为关税税率的绝对值每

下降１个百分点，劳动收入份额的绝对值将降低００２个百分点，样本期内进口中间品

关税率总体下降了５４个百分点，所以这可以解释０１０８个百分点的劳动收入份额下

降，约占同时期劳动收入份额总下降的３４％。如果同时消除样本期内最低工资和进

口中间品关税的变动，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会提高０９８个百分点（０８７＋０１０８＝

０９８），相对提高幅度达到３０６％。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基本符合预期。总资产（ｃａｐｔ）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显著

为负，表明企业的资本规模越大越容易形成买方垄断，越能够弱化劳动议价能力。流

动负债比（ｌｑｒａｔ）的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企业短期需要偿还的债务越多，越不利于劳

动要素分配。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ｏｐ）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偏向资本的技术进步导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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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刊网站本文补充材料中的附表２汇报了将回归标准误分别聚类到企业层面、４位码行业层面和城市层
面上的结果，不同聚类标准下的结果与表２无明显差异。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



表２ 基准回归结果

因变量：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ｎｍｗ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３）

ｔａｒｉｆｆ
００７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６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５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８）

ｃａｐｔ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１）

ｌｑｒａｔ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２）

ｐｒｏｆｉｔ
－０２２２

（００５４）
－０２２２

（００５５）
－０１８９

（００６５）
－０１８９

（００６６）

ｌｎａｇｅ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ｓｏｅ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ｈｈｉ＿ｓａｌｅ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ｌｎｇｄ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４）

ｌｎａｖｗｇ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２）

ｌｎｐｏｄｎ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

ｌｎｔｒａｎｖｏｌ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Ｌｔｆｐｏ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ｅｘｐ＿ｓｈｋ
００１４
（００９９）

ｉｍｐ＿ｓｈｋ
－１７０５

（０１２８）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３０５８２２ １３０５０１２ １２９６２６６ ８０４６０１ ７９８９６７
Ｒ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６

　　说明：括号中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各列标准误均聚类
到企业层面，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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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分配不利于劳动方。成本利润率（ｐｒｏｆｉｔ）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企业利润率越高，劳

动收入份额越低。国有企业二元变量（ｓｏｅｓ）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国企高福利待

遇使得其劳动收入在增加值中的比例更高。

（二）交互效应检验结果

表２给出了以最低工资标准为代表的劳动力成本和以进口中间品关税为代表的

中间品成本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净效应结果。由于理论模型中的（１７）式无法确定最低

工资与进口关税的同时变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此我们加入两个要素成本

的交互项做进一步考察。

如果劳动要素和非劳动要素之间满足替代关系，那么相较于最低工资标准较低的

地区而言，最低工资标准较高地区关税的下降会加剧贸易品对劳动要素的替代，其劳

动收入份额会下降得更快，即两种要素成本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作用会相互

增强，交互项系数应当显著为正。因此，交互效应分析既是对理论推导式（１７）结果的

直接考察，也是对要素替代假设的间接检验，表３中汇报了交互效应的回归结果。

表３ 要素成本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交互影响结果

因变量：Ｓ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ｍｗ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３）

ｔａｒｉｆｆ
－０６８５

（００７４）
－０４５２

（００８８）
－０４９１

（００８９）
－００３７
（０１３３）

ｌｎｍｗ×ｔａｒｉｆｆ
０１１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７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８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７６

（００２０）

Ｌｔｆｐｏｐ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ｅｘｐ＿ｓｈｋ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ｉｍｐ＿ｓｈｋ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企业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控制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３０５８２２ １３０５０１２ １２９６２６６ ７９８９６７

Ｒ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６

·７９·　期２第年２２０２　济经界世

杜鹏程　刘睿雯　张烁繤　　




第（１）列的结果显示，最低工资与关税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最低工

资的上涨和进口中间品关税的同时下降会致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得更快。换言之，当

两个地区的进口中间品关税下降幅度相同时，位于最低工资标准较高地区的企业会更

大程度地使用进口中间品对劳动力进行替代，进而导致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得更快，

这也正是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在样本年份期间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第（２）－（４）列依

次加入企业控制变量、城市特征变量和最终品关税，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虽有一定程

度的下降，但系数符号及显著性并未改变。表３的结果也再次验证了理论分析中劳动

要素与非劳动要素呈现替代关系这一假设。

（三）稳健性检验

由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结果会受样本选择标准和测算方法的影响，而且中间品

关税和资本品关税具有高度相关性，我们通过使用平衡面板数据、变更企业劳动收入

份额测算方法和替换城市进口中间品关税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４所示。

首先，为了排除企业进入和退出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我们仅使用平衡面板数据进

行回归检验，第（１）列的结果显示最低工资和进口中间品关税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

影响方向与基准结果一致。

其次，为了降低劳动收入份额指标的度量偏误，我们参考吕冰洋和郭庆旺（２０１２）

的方法，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度量方法变更为“劳动者现金报酬占增加值净额的比

例”，其中劳动者现金报酬为企业支付给职工的工资总额，增加值净额为增加值与增

值税之差。此外，我们还借鉴罗长远和陈琳（２０１２）的收入测算法，视企业劳动收入份

额为“销售收入扣除原材料成本和主营业务税收之后的余额中总劳动报酬所占比

重”。第（２）（３）列汇报了变更劳动收入份额度量方式后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最低工

资和进口中间品关税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也仍未改变。

再次，考虑到近年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有所回升，我们在第（４）列中加入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年的数据进行检验①，发现要素成本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并未因此而

改变。

最后，考虑到本文构造的进口中间品关税可能存在计算偏误，我们还使用进口

资本品关税（ｃｐｔａｆ）作为进口中间品关税的代理变量，回归结果见第（５）列。替换

中间品关税的代理变量后，两种要素成本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与基准结果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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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工业企业数据库缺少工资数据，故无法计算这３年的劳动收入份额。



表４ 稳健性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ｎｍｗ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８）

ｔａｒｉｆｆ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１）
０３４４

（０１５９）
０１１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５）

ｃｐｔａｆ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８）

企业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５８２９５８ ７９８９６７ ７９９２２６ １３９１３０１ ７９９１０９

Ｒ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７ ００４２

　　说明：第（１）列为仅使用平衡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第（２）列参考吕冰洋和郭庆旺（２０１２）的方
法测算劳动收入份额；第（３）列参考罗长远和陈琳（２０１２）的方法测算劳动收入份额；第（４）列为加
入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数据后的检验结果；第（５）列为用进口资本品关税替换进口中间品关税后的回归结
果。企业控制变量同表２，下表同。

六　内生性问题

要素价格本身所具有的强内生性特征可能导致 ＯＬＳ估计结果是有偏的，本文将

通过分别构造最低工资和进口中间品关税的工具变量来缓解内生性问题。

（一）最低工资的内生性

不可忽视的是，地方政府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时，可能会将地方企业的要素成本

承受能力和生产效率等因素考虑在内，这就使得最低工资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存在反

向因果关系，我们借助工具变量来解决这一内生性问题。

Ｍａｙｎｅｒ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８）以城市平均工资预测值的４０％作为当期最低工资的工具变

量，其合理性在于：一方面，中国２００４年实施的《最低工资规定》指出，参照国际惯例，

最低工资标准应为社会平均工资的４０％－６０％，这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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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由于该工具变量在构造中仅包含滞后期且排除本城市以外其他城市的平均工资

信息，因而能在较大程度上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这一工具变量的具体计算公

式为：

ｍｗ＿ｉｖｃ，ｔ＝０４×∑
ｋ

Ｌｃ，ｋ，ｔ－２
Ｌｃ，ｔ－２

×
ｗａｇｅｏｔｈ，ｋ，ｔ－１
ｗａｇｅｏｔｈ，ｔ－１

×ｗａｇｅｃ，ｋ，ｔ－１ （２１）

　　其中，ｍｗ＿ｉｖｃ，ｔ为ｃ城市在ｔ期最低工资的工具变量；Ｌｃ，ｋ，ｔ－２为ｃ城市ｋ行业在ｔ－２

期的工业部门从业人数，
Ｌｃ，ｋ，ｔ－２
Ｌｃ，ｔ－２

为ｃ城市ｋ行业在ｔ－２期的雇佣量份额；ｗａｇｅｏｔｈ，ｋ，ｔ－１为

除企业所在省份之外其他省份ｋ行业第ｔ－１期的平均工资，
ｗａｇｅｏｔｈ，ｋ，ｔ－１
ｗａｇｅｏｔｈ，ｔ－１

为除企业所在

省份外的其他省份 ｋ行业的平均工资与所有行业第 ｔ－１期的平均工资之比；

ｗａｇｅｃ，ｋ，ｔ－１为ｃ城市 ｋ行业第 ｔ－１期的平均工资。因此，∑ｋ
Ｌｃ，ｋ，ｔ－２
Ｌｃ，ｔ－２

×
ｗａｇｅｏｔｈ，ｋ，ｔ－１
ｗａｇｅｏｔｈ，ｔ－１

×

ｗａｇｅｃ，ｋ，ｔ－１表示排除本省信息外加权计算的城市－时间维度的社会平均工资预测值，将

这一预测值乘以０４即得到最低工资的工具变量。

Ｂｏｒｕｓｙａｋｅｔａｌ（２０２２）提出了一个检验上述工具变量外生性的方法，即在不控制

内生变量的情况下，如果工具变量不会影响滞后期的被解释变量和内生变量，则可以

认为该工具变量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外生性。我们利用这一方法对式（２１）所构造的

工具变量进行回归检验①，结果发现，无论新的因变量为滞后一期还是滞后两期的最

低工资或劳动收入份额，工具变量对它们的影响均不显著。

表５第（１）（２）列给出了基于最低工资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②。第（１）列为最低

工资标准和进口中间品关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净效应影响结果，第（２）列考虑了两种

要素成本的交互效应。虽然核心变量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表２和表３中的估计结果，

但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并没有改变。表５第１阶段回归的 Ｆ统计量远大于经

验值１０，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

（二）关税的内生性

Ｂｒａｎｄ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７）指出，劳动收入份额同生产率负相关，政策制定者可能选择性

地降低生产率较高行业的关税，因此关税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他们提出可以利

用中国加入ＷＴＯ协议中的最大关税作为实际关税的工具变量，其合理性有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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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刊网站文章附录中的附表３汇报了工具变量外生性检验的结果。
工具变量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见本刊网站文章附录中的附表４。



协议关税是在中国加入 ＷＴＯ之前就确定的，并不受企业后期生产绩效的影响，满足

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第二，自中国加入ＷＴＯ后，实际关税是以事先约定的协议关

税为基础逐年降低，这也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

基于这一思路，我们以１９９８年各行业的协议关税为基础，利用公式（１９）将其转

化为企业所在城市的协议关税，并将其作为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城市进口中间品关税的工具

变量。表５第（３）（４）列汇报了基于关税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各列都控制了企业特

征变量、城市特征变量和企业固定效应等。第（３）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每上

涨１０％，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将下降０１６个百分点，进口中间品关税每降低１个百分

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将下降００２个百分点，这一结果非常接近表２第（５）列的基准

回归结果。第（４）列的回归结果显示，进口中间品关税与最低工资的交互项系数显著

为正，这也与表３的结果一致。此外，Ｆ统计量和 ＬＭ统计量都拒绝了弱工具变量和

识别不足的原假设。

表５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因变量： 最低工资ＩＶ 关税ＩＶ 最低工资ＩＶ＋关税ＩＶ

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ｍｗ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３）

ｔａｒｉｆｆ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８）
－０２３８

（０１２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２）
－０２１９

（００９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０）
－０３６９

（０１８１）

ｌｎｍｗ×
ｔａｒｉｆｆ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８）

企业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Ｆ统计量 ３６７ ４３７ １４５７ １２４６ １４７４ １４０５

ＬＭ统计量 ４２９６３ ４１０２５ ２３２５１ ４１０６４ １５００７ １６９２３

样本量 ７１６５０３ ７１６５０３ ７１６５０３ ７１６５０３ ７１６５０３ ７１６５０３

Ｒ２ ０１０４ ０２０１ ０１４７ ０１３１ ０１４７ ０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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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第（５）（６）列汇报了同时使用最低工资工具变量和关税工具变量的回归结

果。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每上涨１％或进口中间品关税每降低１个百分点，将导致企

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均显著下降００２个百分点，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都略大于表２第

（５）列的基准结果。两个工具变量的系数符号与基准结果和表４一致，说明在最大程

度缓解要素价格的内生性后，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

七　扩展分析

（一）微观经济机制

接下来，本文将探究要素成本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从理论表达式

（１３）来看，劳动集约度（Ｌ／Ｑ）和劳动收入份额正相关。因此，一个可能的影响机制

是，要素间相对成本的变化改变了企业要素投入组合，进而降低了劳动集约度和劳动

收入份额。

表６汇报了要素成本对企业雇佣量对数（ｌｎＬ）、中间品对数（ｌｎＱ）和劳动集约度

（Ｌ／Ｑ）的回归结果。第（１）－（３）列估计要素成本对要素投入净效应，各列系数符号与

预期一致，最低工资的提高和进口中间品关税的下降均降低了企业对劳动要素的需求，

表６ 影响机制检验

（１）ｌｎＬ （２）ｌｎＱ （３）Ｌ／Ｑ （４）ｌｎＬ （５）ｌｎＱ （６）Ｌ／Ｑ

ｌｎｍｗ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７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６）
０１６３

（０００９）
－０１１６

（０００３）

ｔａｒｉｆｆ
０２９１

（００２３）
－０１１５

（００２９）
０２７６

（０００９）
－２３０６

（０２５）
１２０７

（０５４７）
－０９０５

（０００４）

ｌｎｍｗ×ｔａｒｉｆｆ
０３７８

（００３７）
－１６５０

（００５１）
１４８３

（００７１）

企业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７９９２２６ ７９６７５２ ７５４６０１ ７９９２２６ ７９６７５２ ７５４６０１

Ｒ２ ０１０９ ０５４６ ００５３ ０１１０ ０５２７ ０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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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其中间品投入，进而降低了劳动集约度和劳动收入份额。从第（３）列回归系数

来看，进口中间品关税每降低１个百分点，企业劳动集约度将减少０２８％；最低工资

每提高１０％，劳动集约度将降低０４％。由于劳动集约度同劳动收入份额正相关，因

此最低工资标准的逐年上涨和进口中间品关税的下降导致劳动收入份额走低。第

（４）－（６）列为加入了交互效应后的回归结果，第（４）和（６）列中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样本期内最低工资和进口中间品关税的反方向变动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劳动要素

需求和劳动集约度；在第（５）列对中间品投入的回归中，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最

低工资和进口中间品关税的反方向变动显著提升了企业对中间品的需求。结合表３

和表６的结果可知，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引致劳动集约度的改变是最低工资和进口中间

品关税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机制。

（二）宏观经济机制

考虑到劳动收入份额也是一个宏观概念，而且部分文献也关注宏观要素收入分配

的波动（罗长远和张军，２００９；白重恩和钱震杰，２０１０），因此，本文也有必要进一步考

察微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和总量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并探索要素成本影响总量

劳动收入份额的宏观经济机制。

借鉴ＭｅｌｉｔｚａｎｄＰｏｌａｎｅｃ（２０１５）提出的总量生产率分解方法，我们将地区总量劳动

收入份额在时间上的变动进行分解，以获得总量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结构效应。具体

分解式为：

ΔＳ＝∑ｉ∈ｓ
θｉ１（Ｓｉ２－Ｓｉ１）＋∑ｉ∈ｓ

（θｉ２－θｉ１）Ｓｉ２＋∑ｉ∈Ｅ
θｉ２Ｓｉ２－∑ｉ∈Ｘ

θｉ１Ｓｉ１（２２）

　　Ｓｉｔ为企业ｉ在第ｔ期的劳动收入份额；θｉｔ为企业 ｉ在第 ｔ期的市场份额，用工业增

加值与同行业总增加值之比来度量；Ｓ、Ｅ和 Ｘ分别表示存续企业、进入企业和退出

企业。

式（２２）左边ΔＳ为加总到城市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量；右边第一项为企业内

效应，表示由存续企业改变劳动要素投入所引致的总量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第二项为

企业间效应即要素资源配置效应，表示要素资源在企业间重新配置导致企业市场份额

变动对总量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贡献；第三、四项分别为企业进入效应和退出效应，表

示新企业进入和旧企业退出市场对总量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贡献。

表７给出了地区总量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分解结果，第（１）列为总量劳动收入

份额在不同年份的变动，第（２）－（５）列分别为企业内效应、资源配置效应、退出效应

和进入效应引致的总量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从分解结果来看，新企业进入对总量劳

动收入份额的贡献为正，表明新企业增加劳动要素需求有助于缓解劳动收入份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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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企业内效应和企业间效应对总量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贡献方向为负，表明企

业内劳动收入份额和企业间要素资源再配置能力的下降均降低了总量劳动收入份

额。从贡献度来看，要素资源在企业间的再配置是导致总量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

要原因。

表７ 结构效应分解结果

（１）变动 （２）企业内效应 （３）企业间效应 （４）退出效应 （５）进入效应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４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２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 －００５８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３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８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０

平均变动量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５

总变动量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
－０２６７ －０１３２ －０１６０ －００６０ ００９５

为了进一步剖析要素资源再配置效应是否是要素成本影响总量劳动收入份额

的一个宏观经济机制，我们借鉴陈斌开等（２０１５）的思路，建立如下计量模型进行

检验：

Ｓｔｒｕｅｆｆｃｔ＝α０＋α１ｌｎｍｗｃｔ＋α２ｔａｒｉｆｆｃｔ＋α３Ｚｃｔ＋ｃｔｃ＋Ｔｔ＋μｃｔ （２３）
　　其中，Ｓｔｒｕｅｆｆｃｔ为式（２２）分解出来的影响总量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各种结构效应，
我们将这些结构效应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探索要素成本影响宏观总量劳动收入份额变

化的具体机制；ｃｔｃ为城市固定效应；其余控制变量与式（２０）相同。
表８汇报了模型（２３）的回归结果。从最低工资的影响结果来看，第（１）－（３）列

系数都显著为负，表明最低工资的上涨显著降低了企业内效应、要素资源再配置效应

和进入效应，这三个效应在式（２２）中对总量劳动收入份额的贡献均为正，因此会导致

总量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第（４）列中最低工资对退出效应的影响显著为正，由于式

（２２）中退出效应对总量劳动收入份额的贡献为负，表明最低工资也可以通过促进企

业退出市场进而降低总量劳动收入份额。从关税的影响结果来看也基本如此，虽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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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对所有结构效应的影响都为正但仅在前两列显著，这表明进口关税下降显著地降低

了企业内效应和要素资源再配置效应，导致总量劳动收入份额降低，而关税的变化对

总体企业进入和退出的行为无显著影响。

表８ 要素成本对劳动收入份额分解效应的影响

（１）企业内效应 （２）资源再配置效应 （３）进入效应 （４）退出效应

ｌｎｍｗ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３

（０１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８）

ｔａｒｉｆｆ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０
（０１９８）

０００４
（０７６２）

城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２２５７ ２２５７ ２２５７ ２２５７

Ｒ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７ ０２３４ ０２３４

　　说明：回归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

更为重要的是，表８第（２）列中要素成本对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影响比其余各列更

大，这也验证了要素资源再配置效应是要素成本降低总量劳动收入份额的一个重要宏

观经济机制。

（三）异质性分析

企业在劳动密集度、融资约束和产业集中等方面有异质性特征，使得要素成本对

其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我们通过在模型（２０）中引入要素成本

与异质性变量的交互项，考察要素成本对不同特征企业的非对称影响。

１劳动密集度。相对于资本密集型企业而言，劳动密集型企业投入的劳动要素

更多，最低工资变化导致的劳动力成本效应对这类企业的影响程度可能会更大。我们

用雇佣量与固定资产的比值来衡量企业的劳动密集程度（ｌｋ），并将该变量分别与最低

工资和进口中间品关税相交互，考察其回归系数方向。表９第（１）列显示，最低工资

与劳动密集度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最低工资的确更大程度上抑制了劳动密集

型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同时，进口中间品关税与劳动密集度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关税的下降加剧了高劳动密集型企业中间品对劳动力的替代，进而其劳动收入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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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下降得更多。

２融资约束度。理论上，高外源融资约束性企业难以借助外部资金缓解要素成
本冲击对其要素投入结构的影响，因而其劳动收入份额所受影响程度可能更大（罗长

远和陈琳，２０１２）。我们使用企业利息支出与总债务支出之比这一指标（ｆｉｃｓ）来度量企
业的融资约束度，然后同样将该指标与两种要素成本变量相交互，表９第（２）列的结果

表９ 异质性分析结果

因变量：Ｓ （１）劳动密集度 （２）融资约束度 （３）产业集中度

ｌｎｍｗ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ｔａｒｉｆｆ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３）

ｌｎｍｗ×ｌｋ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ｔａｒｉｆｆ×ｌｋ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

ｌｎｍｗ×ｆｉｃｓ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３）

ｔａｒｉｆｆ×ｆｉｃｓ
０１６２

（００９６）

ｌｎｍｗ×Ｃ２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０）

ｔａｒｉｆｆ×Ｃ２０
０１９８

（００４０）

企业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７９７９２４ ７８９７７５ ７９８９６７

Ｒ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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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除最低工资的回归系数本身显著为负以外，最低工资与融资约束度的交互项系

数也显著为负，表明最低工资的提升使得高融资约束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程度更

大。进口中间品关税变量的自身回归系数及其与融资约束度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

正，表明进口中间品关税的下降不仅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而且使得高融资约束

型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程度更大。

３产业集中度。Ａｕｔｏｒｅｔａｌ（２０２０）认为，产业集中度较高的企业占据了较高

的市场份额，但往往吸纳的就业较少，进而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由于产业集中

度较高的企业对劳动要素依赖度相对较低，可以预期，在面临同等程度要素成本

的冲击时，这些企业更有可能加剧非劳动要素对劳动要素的替代，因此其劳动收

入份额下降得更快。本文借鉴 Ａｕｔｏｒｅｔａｌ（２０２０）的研究，用行业前 ２０名大企业

产值占比来衡量产业的集中程度（Ｃ２０），分别考察最低工资与关税同产业集中度

的交互项系数，回归结果见表９第（３）列。最低工资与行业集中度的交互项系数

显著为负，关税与产业集中度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这验证了上述预期，即最低

工资和进口中间品关税的变化都是更大程度上降低了集中度较高产业内企业的

劳动收入份额。

八　结论与启示

在要素偏向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以实现

让全体劳动者共享经济发展成果，这既是破解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关键举措，也

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２１世纪初，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和要素成本的剧烈变化在时间上具

有一致性。本文构建劳动力成本和进口关税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模型，结合

最低工资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从要素成本的视角研究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机

制。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和进口中间品关税下降均显著地降低了企业劳

动收入份额；如果消除两种要素成本的变化，劳动收入份额将提高 ０９８个百分

点；非劳动要素对劳动要素的替代是要素成本降低劳动收入份额的微观经济机

制，而要素资源再配置效应的下降则是要素成本降低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宏

观经济渠道。

本文从经济逻辑和经验证据上确认了要素成本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因

素，丰富了要素收入分配的相关文献。由于数据上的局限，本文计量分析部分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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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最新的企业数据，所得结论存在一定的时滞性，但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剧

和技术进步过度偏向资本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结论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①。首

先，虽然最低工资制度是保护员工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但最低工资的过快上涨不

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稳定。因此，在保持最低工资标准稳步合理上涨的同时，应当

从政策上支持劳动者就业和再就业培训，通过积累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劳动生产率的

提升，缓解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生产的不利影响，进而实现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报

酬同步提高。其次，在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进口关税的进一

步下降势不可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贯彻落实“减税降费”系列措施以降低企

业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鼓励技术创新，增强国内中间品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把“引

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通过优化贸易结构促进就业，改善要素的收入分

配格局。最后，虽然本文发现关税的减免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但这并不意味着我

们就要抑制贸易发展和拒绝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合作。政府应当在完善劳动保

护制度和提高劳动议价能力的同时，充分实施差别化和精细化的税收政策，调节初

次分配中“强资本、弱劳动”的情况，坚持就业优先和就业稳定的战略，通过国际循环

的红利促进国内消费，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互动以维持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对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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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１·　期２第年２２０２　济经界世

　　要素成本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最低工资与进口关税的证据



